
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司法立场与裁判依据

吴昭军＊

内容摘要　关于寺庙财产的规范调查，不论是日本宗教立法的圣俗分离原则，抑或是美国的法律中

立原则，还是我国古代采取的国法主导下的僧俗同勘，本质上均以法律中立为基础。我国法院在处理寺

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坚持法律中立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法院将寺庙的神圣性事务和世俗性事务进

行区分，避免对教义、信仰等事务进行审查和评价，而是应就案件所展现出的人身财产关系等民事纠纷进

行处理。我国法院在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中应依据法律而非教义等宗教性规范进行裁判。法源适用

规则为：有法律则依据法律；若教规内律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及法律基本原则，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

通过习惯法路径填补成文法漏洞，在法律有规定时也可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适用。

关键词　庙产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　裁判依据　法律中立

一、问题的提出

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或其他宗教组织）之间，以及寺庙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并诉至

法院，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法院在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中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具体

裁判。以“绍兴市佛教协会与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案”为例，在该

案中，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将老狱庙房产转让给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佛教协会诉至法院，认为

该买卖行为侵犯了佛教协会对房产的所有权，诉请法院确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此，法院驳回起诉，

认为庙产归属“系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和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复有关宗教团体房屋产权问题》的政策规定，故本案系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

的房地产纠纷，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① 又如“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彭

州市龙兴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依照职权否定了对宗教财产的反目的性租赁契约的效

力。② 法院认为，该寺属于宗教活动场所，“合同约定的原告人人乐公司在寺庙内开办大型综合性超级市

场，将出售肉制品、水产品等一系列商品的内容，违反宗教习俗，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故原、被告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应属无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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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宗教工作法治化研究”
（１７ＺＤＣ１４９）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绍越民初字第２０２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张建文：《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宗教财产问题》，载《中国宗教》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参见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彭州民初字第１４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这些案件引出的法律问题是：（１）法院是否应对寺庙财产纠纷依法受理并进行裁判，抑或交由寺庙内

部自行化解？（２）法院在对寺庙财产纠纷案件进行管辖和裁判时应坚持何种原则或限度？（３）裁判依据

究竟是法律、政策、教义还是习惯法？或者说四者在法院裁判中发挥何种作用？鉴于寺庙财产民事纠纷

在宗教财产纠纷中具有多发性、典型性，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法律、政策、民间习惯与宗教教义等多种因

素的共同作用，故本文以寺庙财产为切入点，探究宗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中法院的司法立场与裁判依据，

以期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思路。

二、我国法院处理寺庙财产纠纷案件的实然考察

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面对寺庙财产纠纷案件时，主要有以下两种态度或处理方式。

（一）调解结案

在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司法政策下，调解往往成为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同样反

映在寺庙财产纠纷案件中。

例如“钱伯春继承和尚钱安定遗产案”。１９８６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钱伯春能否作为继承人继承

其叔父僧人钱定安的财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予以电话答复，认为可以

予以调解处理。⑤ 最终此案以调解结案。又如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在官网宣传中曾将调解处理寺

庙僧侣遗产纠纷案件作为典型案例。据报道，该院在审理“某著名寺庙住持僧人遗产纠纷案”中，一方

面，寺庙要求依据佛教协会《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和佛教仪轨请求遗产归寺庙常住；另一

方面银行因寺庙并非已逝住持僧人的合法继承人，亦非储蓄合同之当事人，就寺庙的取款请求予以抗

辩。法院为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主动找到已逝住持僧人的五个子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司关于僧人遗产处理意见的复函》，并充分尊重宗教仪轨，兼顾多

方利益，进行调解，最终调解结案。⑥ 与此相类似的案件尚有祁阳县人民法院调解的“莲花寺与祁阳县第

八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⑦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调解的“释某某与衡阳市雁雨寺

劳动报酬纠纷案”，⑧等等。

法院之所以在寺庙财产乃至宗教财产纠纷案件中倾向于调解，主要是基于该类案件的主体具有特殊

性、涉及信众数量多、寺庙资金来源具有特殊性等因素，同时亦可避免陷入裁判依据究竟为法律抑或为宗

教教义内律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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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１９８６年９月４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请示报告》（８６）沪高民他字第４号。

参见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

参见俞飞：《佛法ｖｓ国法》，载“明德公法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ｌａｗ．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ｉｄ＝７９０３，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
月１５日。

参见于杨宁、邹爱国：《寺庙工程遭遇官司 法院调解了却烦恼》，载“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ｃｉ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

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３２３，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参见毛小满、李冰清：《八旬老僧向寺庙索禅费 法官调解讲佛理化解》，载“中国法院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０／０６／ｉｄ／４１５８５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二）裁判结案

１．驳回起诉

在部分案件中，基于多种因素考量，法院采取驳回起诉等方式回避纠纷的裁判，使司法权在案件中退

出。其中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依法应驳回起诉的情形，也可能是对司法责任或业绩考核的担

忧，亦有可能是困于案件裁判难度或其他方面压力等。典型者如前引“绍兴市佛教协会与绍兴市房地产

管理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案”，法院认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

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复有关宗教团体房屋产权问题》的政策规

定，故本案系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因此

驳回起诉。

２．依法裁判

在很多寺庙财产纠纷案件中，法院将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抽象化处理，依据我国相关法律依法进行裁

判。例如“赵某某与建平县弥陀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在该案中，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定性，指出本案

为物权保护纠纷，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物权保护纠纷的下级案由，一审法院以此作为本案案由，符合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依法进行裁判，并指出“中国佛教

协会为我国佛教自治团体，该协会作出的会字〔２００２〕第１２８号《关于寺院僧人遗产问题的复函》不具有普

遍约束力”。⑨ 又如“梅某与卢某某等继承纠纷案”，法院针对案件事实依据我国继承法等法律进行分析

和裁判。瑏瑠 有学者对僧尼遗产纠纷案件进行考察后指出，除部分案件以调解形式结案，多数案件均被人

民法院裁判，并以僧尼之世俗亲属未能举证财产来源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从举证等程序角度处理，而回

避僧尼的世俗亲属是否对其享有继承权等实体问题。瑏瑡

３．教义内律对裁判的影响

寺庙财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我国现行法律与宗教教义内律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究竟依何者进行裁判

直接关系案件的结果。在实践中双方当事人甚至各执其一，法院居中须做困难抉择。

例如涉及僧尼遗产纠纷的“钟某某等与株洲市龙门寺财产所有权纠纷案”，法院指出，“根据我国宗教

十方丛林规制，僧人出家，生在寺庙，死入塔院。经政府批准，合法加入寺院共同共有生活集体，实际上就

形成了脱离家庭的一种契约关系，承认加入并恪守佛教一切传统的戒律规制（包括佛教处理僧人遗产的

戒律规制），从法律和民间传统习惯上讲，僧人离家即与其俗家亲属脱离了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

的寺庙财产共同共有为基础”。最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７７条进行裁判。瑏瑢 可见，宗教教

义内律对案件的实质结果影响之大。

再以前述“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彭州市龙兴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为例，法院依照

职权否定了对宗教财产的反目的性租赁契约的效力。法院认为，该寺系宗教活动场所，“合同约定的原告

人人乐公司在寺庙内开办大型综合性超级市场，将出售肉制品、水产品等一系列商品的内容，违反宗教习

俗，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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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辽民终１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苏审二民申字第００００８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吴国平：《僧人遗产继承法律问题探究》，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株天法民一初字第７４６号民事判决书。



的裁判结果实质上是基于合同内容违反佛教教义习俗，而非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

４．宗教政策在案件裁判中的实质性作用

在部分寺庙财产或宗教财产纠纷案件中，虽然法院裁判文书在表述上将某法律条文作为裁判依据，

但是通读裁判文书的说理与论证，可知我国宗教政策对裁判结果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例如“袁某甲与袁某乙等物权保护纠纷案”中，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写道：“根据１９５１年６月

原内务部（５１）地字第７号《关于寺庙房产处理的意见》‘（五）私人所立之寺庵（如佛堂）、祠堂在进行土改

之农村中者，由农民协会决定处理。在非土改农村及一般城市中者，仍归原主所有；如其已失去私有性质

或无人管理者，可收归公有或代管’之规定及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祠堂产权问题的

批复》之精神，本案讼争二大间之处理，应根据‘土改’时期的确权决定”，并以此进行权利义务的裁判。虽

然判决书中最后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９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

１款第１４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但查找这几个条文，与案件裁判结果的实质关联不大。瑏瑣

宗教政策在寺庙财产纠纷案件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同样体现在其他宗教的财产纠纷案件中。例如“张

某某等与中国嵩山老君洞民主管理委员会物权纠纷案”，在该案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本案所争议的

该道观内观音殿和伙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

函》的精神，该房屋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其房屋的性质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与道教协

会所有。故对被告辩称的该观音殿和伙房系其所建，原告不具有该房产权的辩由，该院不予采纳”，并以

此为论证依据作出裁判。二审法院亦认为“本案所争议的道观内的观音殿和伙房，虽为上诉人主持和在

道教信徒的赞助下所修建，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

的复函》的精神，上述建筑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其房屋的性质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应归宗教团体

与道教协会所有”。由此可见，法院依据相关政策便已界定宗教财产的性质与权属。虽然判决书表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１１７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但实际上该条文对于确定宗教财产的权

属并无实益，宗教政策才是案件处理中实质的指导性依据。瑏瑤

三、法律中立原则的域外实践与引入

我国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理方式多样，态度不一，可谓大道多歧，难寻圭臬。此类案件非

我国独有现象，实为东西方国家中共同存在的法律问题。揆诸实践，法律中立原则已成为多国于宗教财

产立法司法实践的重要原则，典型表现者有二，其一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所确立的法律中

立原则，其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成文法国家所采用的圣俗分离原则。

（一）法律中立原则的域外实践

法律中立原则的表述多用于国内学者对美国关于宗教财产纠纷案件裁判的分析，日本在立法实践中

采取的圣俗分离原则与之在本质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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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参见诸暨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绍诸民初字第３５８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郑民二终字第１８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１．美国司法判例中的法律中立

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国在大量的判决中确立了法律中立原则，但最初美国法院在宗教财产纠纷案件

中乃以宗教教义为审查依据，后经不断发展和自我否定，才确立了法律中立原则。整体而言，美国法院在

宗教财产纠纷案件中的裁判方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采用“背离教义”（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规则，将教义作为案件裁判的重要依据。

“背离教义”（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规则与默示信托理论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最早源自英国

１８１３年的“Ｃｒａｉｇｄａｌｌｉｅ　ｖ．Ａｉｋｉｎａｎ案”。该方法旨在维持教会财产用于教会的原始教义，背离教义的行为

意味着对“隐含的信托”的违反。瑏瑥 在“Ｃｒａｉｇｄａｌｌｉｅ　ｖ．Ａｉｋｉｎａｎ案”中，埃尔登士人（Ｌｏｒｄ　Ｅｌｄｏｎ）利用信托

制度和信托法进行推理，其在判决书中指出，教会的创始人和原贡献者共同信奉并意在传教某种信仰或

教义，基于这种意图进行一定的宗教实践和教会治理，这种意图创造了一个隐含的信托，即教会财产应被

用于这一目的。瑏瑦 因此，在“背离教义”规则下，教会财产被认为处于一个隐含的信托之中，“为了教会最

初的原则，而且应该授予给遵循这些原则的那些成员”。瑏瑧

这种规则要求世俗法院确定教会最初的教义原则，然后评估哪一组成员（在内部争端的情况下）或哪

一个实体（在宗教团体之间的纠纷案件）更密切地坚持这些原始原则。这种规则为英国法院广泛采用，而

且根据奥格尔维（Ｍ．Ｈ．Ｏｇｉｌｖｉｅ）教授考察，其在普通法系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目前仍然是通说。

适用该规则的最著名案例，是１９０５年判决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ｖ．

Ｏｖｅｒｔｏｕｎ案”。瑏瑨 １９００年，苏格兰自由教会（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和联合长老会（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合并为苏格兰联合教会（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ｅ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但苏格兰自由教会

中的常统称为小自由教派（Ｗｅｅ　Ｆｒｅｅｓ）的约３０个教会会众，强烈反对合并，并且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

院适用“背离教义”规则。他们主张，合并产生的新教派背离了由苏格兰自由教会长期信守的教义。欧沃

顿（Ｏｖｅｒｔｏｕｎ）地方法院最初根据该原则支持了小自由教派（Ｗｅｅ　Ｆｒｅｅｓ）的主张，将数百座教堂、三所大学

等教产判归小自由教派（Ｗｅｅ　Ｆｒｅｅｓ）。该原则在美国也得到遵循，直到１８７１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沃森

诉琼斯案”（Ｗａｔｓｏｎ　ｖ．Ｊｏｎｅｓ）确立了另一种方法。

第二，采用教会自决原则，尊重团体自治。

在“沃森诉琼斯案”（Ｗａｔｓｏｎ　ｖ．Ｊｏｎｅｓ）中，瑏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继续适用“背离教义”规则，而是

采取了另一种规则：法院在处理宗教财产争议时应尊重宗教组织自身的冲突解决机制，避免以法院裁判

取代团体自治。瑐瑠

该案源于美国长老会和当地地方教会之间的纠纷。１８６５年，长老会全体大会宣布支持联邦政府的

奴隶制问题立场，而管理沃尔纳特街（ｔｈｅ　Ｗａｌｎｕｔ　Ｓｔｒｅｅｔ）教堂的地方长老会不予认同，谴责长老会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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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参见Ｊｏｈｎ　Ａ．Ｓｐａｒｋｓ，“Ｗｈｏ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ｉｓ？Ｃｈｕｒｃ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ｔｓ”，Ｇｒｏｖ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１（２０１０），ｐ．２１．
参见Ｃｒａｉｇｄａｌｌｉｅ　ｖ．Ａｉｋｉｎａｎ，Ｅｎｇ．Ｒｅｐ．６０６（Ｈ．Ｌ．）（１８１３）３．
Ｍ．Ｈ．Ｏｇｉｌｖｉｅ，“Ｃｈｕｒｃ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Ｓｏ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２，Ｎｏ．４
（１９９２），ｐｐ．３７７－３８２．
参见ｎｏｔｅ瑏瑥，ｐ．２２．
参见 Ｗａｔｓｏｎ　ｖ．Ｊｏｎｅｓ，８０Ｕ．Ｓ．（１３Ｗａｌｌ．）６７９（１８７１）．
参见［美］小科尔·德拉姆、布雷特·Ｇ．沙夫斯：《法治与宗教———国内、国际和比较法的视角》，隋嘉滨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８０页。



了教义。１８６７年美国长老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大会作出决议，开除支持奴隶制的教派。脱离出

来的教派随即加入南方的长老教会，并与美国长老会争夺沃尔纳特街教堂，诉至法院。

法院表示，在涉及科层制的教会的分裂纠纷时，法院必须尊重最高级教会机构裁决的结果。“任何时

候，只要有关纪律、信仰、教会规定、风俗或者律令的问题，已经由教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法院将会接

受其作为最终的、有拘束力的决定……”瑐瑡 沃森法院明确拒绝“背离教义”规则，认为该原则意味着法院

要确定对立群体对宗教教义的忠实，法院将会置身于一个超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充满宗教教义的

工作领域。瑐瑢

适用该原则的另一典型案件是“Ｋｅｄｒｏｆｆ　ｖ．Ｓ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案”。瑐瑣 在该案中，在北美的俄罗

斯东正教会宣布脱离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而独立，这就导致位于美国的教堂等财产权归属产生争议，其中

便包括纽约市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Ｓ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最高法院最终选择尊重教会的内部管

理制度，遵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决定。瑐瑤

第三，坚持法律中立原则，将神圣的与世俗的进行区分。

１９７０年“美国长老会诉玛丽·伊丽莎白·蓝赫尔纪念堂长老会案”（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ｌｕｅ　Ｈｕｌｌ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在形式上宣告了“背离教义”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规则的结束。瑐瑥 布伦南（Ｂｒｅｎｎａｎ）法官指出，“背离教义”规则要求法院判定一

个行为或一个请求是否背离了教义，将会使法院陷入宗教事务之中，而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不允许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Ｊｏｎｅｓ　ｖ．Ｗｏｌｆ案”中阐述了“中立原则”，以此来替代“背离教义”规则。瑐瑦 该原

则是指法院不涉及教义等宗教事务，而采用世俗法律之视角审查宗教组织的财产契约、权利文件等，以此

来判断可否通过法律、明示或默示信托等解决财产纠纷。瑐瑧

“Ｊｏｎｅｓ　ｖ．Ｗｏｌｆ案”源于瓦恩维尔长老会（ｔｈｅ　Ｖｉｎｅｖｉｌｌｅ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经由成员投票而脱离

美国长老会（ｔｈｅ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简称ＰＣＡ），其中赞成脱离的成员随即加入了美国长

老会，而不赞成脱离的少数成员则被总教会确定为“瓦恩维尔长老会的真圣会”（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ｎｅｖｉｌｌｅ　Ｃｈｕｒｃｈ），由此双方展开了对瓦恩维尔教会财产的权利争夺。此时法院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沃森诉琼斯案”的教会自决原则或“尊重宗教权威”的做法，另一种是法律中立原则。在“沃森诉

琼斯案”中，法院列出了后一种方法的优势，从而仅仅依靠“完善的信托概念和对财产法熟悉的律师和法

官”和“灵活有序的私人权利和义务来反映当事人的意图”。用法律中立原则的方式，法院仔细审查“契约

表述，当地教会的章程条款，调整教会财产的国家法令，以及在教会总会章程有关财产所有权的规定”。瑐瑨

布莱克门（Ｂｌａｃｋｍｕｎ）法官指出，法律中立原则的优点是明显的，其操作完全世俗化，依据财产法知

识便可以适用于各种宗教组织。“政府、宗教组织以及个人认识到需要自己建构好有关宗教财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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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Ｗａｔｓｏｎ　ｖ．Ｊｏｎｅｓ，８０Ｕ．Ｓ．（１３Ｗａｌｌ．）７２７（１８７１）．
参见ｎｏｔｅ瑏瑥，ｐ．２５．
参见Ｋｅｄｒｏｆｆ　ｖ．Ｓ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３４４Ｕ．Ｓ．９４（１９５２）．
参见前引瑐瑠，德拉姆、沙夫斯书，第３８２页。

参见３９６Ｕ．Ｓ．１０４１（１９７０）．
参见Ｊｏｎｅｓ　ｖ．Ｗｏｌｆ，４４３Ｕ．Ｓ．５９５（１９７９）．
参见孙家宝：《美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Ｊｏｎｅｓ　ｖ．Ｗｏｌｆ，４４３Ｕ．Ｓ．６０３．



责任，以免诉至法院来解决此类问题。”瑐瑩 所以在该原则的影响下，宗教财产争议也会逐渐减少。故而依

据宪法，应当采用法律中立原则来解决教会财产争议。瑑瑠

法律中立以裁判宗教财产纠纷案件在早期案件中便已有雏形。例如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８７年的

三个案件中，法院均依据契约规则和有关结社的法律进行裁判，而避开了对教义的审查与评价。瑑瑡 在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ｖ．Ｓｔｅｉｎ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１４）案”中，瑑瑢经营共同体财产的修道士阶层主张对已故终身成

员的财产可以行使所有权，最高法院予以支持，并说明了其裁判的基本方法：“在当前案件中，我们并没有

关注到有关神职要求或修道院规训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主张，有

赖于提起诉讼团体的组成，及其成员固有的义务。……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教会法或教会组织的问题。

必须根据该团体章程所设条件，来解读原告章程中（关于团体财产）的要求，因此，还必须确定要求的有

效性。”瑑瑣

２．日本《宗教法人法》中的法律中立

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对宗教财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立法之中。日本对宗教进行调整的法律体

系是以《日本国宪法》为最高指导，以《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进行原则性规定，以《宗教法人法》作为特

别法进行专门详细规定。瑑瑤 我国学者多将日本在宗教财产方面的立法原则称为圣俗分离原则，即将宗教

活动（神圣性）和与之相随的经济社会活动（世俗性）进行区分，法律只调整关于宗教财产的世俗的一面，

对于神圣性的一面则不予干涉。瑑瑥

宗教组织在世俗社会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展宗教活动，传播教义、教化民众、举行仪式等属灵

的事务，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需要占有世俗物质、开展经济社会活动以维持生存发展。日

本学者井上惠行将前者称为“出世间性”，将后者称为“世间性”，神圣的宗教事务受宪法保障而享有自由，

法律不得干涉，世俗性的事务则由法律调整。瑑瑦

圣俗分离原则在日本《宗教法人法》中多有体现，例如立法宗旨、法人财产、役员制度等。例如第１８
条第６款关于代表役员和责任役员的权限范围规定，明确了宗教事务和世俗法人事务的区分，瑑瑧其权限

仅在宗教法人的世俗事务上具有代表权和处分权等，并不因此而在宗教事务上享有控制权。再如第７１
条第４款对宗教法人审议会的权限规定，瑑瑨第８５条关于该法解释的限制的规定，均明令审议会或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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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２页。

参见冯玉军：《日本宗教法治体系研究》，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参见黄文伟：《解构日本宗教法人法》，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参见［日］井上惠行：《宗教法人法的基础研究》，东京第一书房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５５页。转引自黄晓林：《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
法律问题解析———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１８条第６款规定：“代表役员和责任役员对宗教法人的事务的权限，不包括该役员对宗教机能的任何控
制权和其他权限。”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７１条第４款规定：“宗教法人审议会对于宗教团体的信仰、规律、习惯等宗教方面的事项，不得以任何形
式进行调停和干涉。”



织不得对信仰、习惯、规章等宗教领域的事项进行干涉。瑑瑩 由此可见，通过立法将公权力与宗教的神圣事

务相区隔，既实现了国家对于宗教组织的世俗民事事务的调整，又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维护

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瑒瑠

（二）法律中立原则：我国司法裁判的立场选择

不论是日本宗教立法的圣俗分离原则，抑或是美国的法律中立原则，还是我国古代采取的国法主导

下的僧俗同勘，实际上均在本质上以法律中立为基础，“上帝的归上帝，凯 的归凯 ”，将“上帝之城”与

“世俗之城”进行区隔。法律中立原则实际上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处理宗教与法律关系问题的经验的

提取，这种经验既具有不同环境场域的特殊性，又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回眸中国传统历史，儒释道等不同

文化于数千年间与世俗王法并存，其间在实践中已然形成法律中立的雏形。乃至民国初年、近代伊始，大

理院等司法机构亦在实践中默守着法律中立原则。当下及至未来，我国法院在裁判寺庙财产纠纷案件时

亦应坚持法律中立原则。

第一，明确司法介入的边界。

该原则要求法院将宗教组织的神圣性事务和世俗性事务进行区分，避免对教义、信仰等事务进行审

查和评价，而是应就案件所展现出的人身财产关系等民事纠纷进行处理，解决所涉及的物权、债权、人身

权、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规定，以及《宗教事务条例》对于宗教财产的

规定，便是依循了法律中立原则，进行“圣俗分离”，以世俗的民事事务作为规范调整的边界。

以日本宗教纠纷案件为例，在日本《宗教法人法》中，代表役员和责任役员为宗教法人的相应负责人，

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担负职责。在慈照寺（又称为银阁寺）住持选任纠纷案中，瑒瑡依据该寺的内部章程，由

寺庙住持同时兼任宗教法人的代表役员、责任役员。该寺住持甲向其上级组织临济宗申请辞去住持一

职，上级予以认可并任命新住持。但甲嗣后反悔，主张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向法院诉请确认其住持以及代

表役员、责任役员之地位。日本最高法院指出，住持乃宗教活动之负责人，为信仰活动之内容，该身份为

宗教地位，而非法律地位，也不涉及法律关系，法院不能对此进行评价；而责任役员、代表役员乃宗教法人

之责任人，其身份确认关涉法律关系，法院可以对此请求进行裁判。但因本案中确认责任役员、代表役员

就等于确认住持，故而实际争议乃宗教地位的纠纷，法院不予裁判。在后来的本门寺代表役员确认纠纷

案中，法院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裁判立场。本门寺的内部章程亦规定由住持担任宗教法人的代表役

员，且制定有较为详细的住持选任制度。所以该案的代表役员身份确认实际上也是确认住持地位，这就

需要审查住持选任的效力。法院认为，基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团体自治，法院不应当干涉寺庙的自治，但是

审查住持选任的效力乃是依据寺庙内部自治规范的程序，不涉及宗教教义等信仰内容，也不涉及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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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法人法》第８５条规定：“禁止将本法的任何规定解释为赋予文部科学大臣、都道府县知事及法院以下权限：以任何
形式，对宗教团体的信仰、规章、习惯等宗教方面的事项进行调停或干涉，或者劝告、引导、干涉宗教方面的负责人员的任免和
进退。”

参见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中）》，载《法音》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参见［日］最高裁判所昭和４４年７月１６日判决，载《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１９６９年第２３卷８号。转引自黄晓林：《僧人遗产
纠纷中的深层法律问题解析———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实体内容，所以法院可以审查并作出裁判。瑒瑢 可见，在不触及宗教教义、信仰内容等宗教事务的前提下，

法院可以对寺庙等宗教组织纠纷进行处理。

第二，法院裁判应避免涉及宗教教义、信仰内容等宗教事务。

我国关于寺庙财产的纠纷数量较多，其中不乏涉及宗教教义、信仰理念等内容的案件，笔者认为人民

法院应坚持法律中立原则，不能审查宗教教义、信仰理念等内容，亦不能主观地先入为主，以教义信仰等

为刻板印象进行裁判，仅可对民事纠纷事实以客观视角来分析。

以前述“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彭州市龙兴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为例，法院认为，

该寺系宗教活动场所，“合同约定的原告人人乐公司在寺庙内开办大型综合性超级市场，将出售肉制品、

水产品等一系列商品的内容，违反宗教习俗，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签

订的房产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前文指出，该案的合同无效之裁判结果实质上是基于合同内容违反佛教

教义习俗，而非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法官在裁判中实际上是以佛教教义及宗教习惯乃以素食忌荤为原

则而先入为主，潜在地将属灵的宗教神圣性内容引入案件逻辑分析之中。就寺庙租赁房屋给他人开办超

市而言，寺庙作为非营利法人，并非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租赁房屋中销售肉制品是否与宗教教义冲突，非

世俗法院所能判断，也不应判断。即便超市中销售肉制品，也非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自不至

于将合同归于无效。

又如“王某某与骆某某离婚案”的民事判决书，瑒瑣以及该主审法官在〔２０１５〕巴法民初字第０９４３０号和
〔２０１５〕巴法民初字第１２０４４号民事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均引用《圣经》。虽未将宗教经典教义文本作为裁

判依据，但也导致裁判文书涉及宗教教义、信仰理念等内容。在这几个案例中，法官只需依据法律和事实

进行依法裁判即可，即便采用情理进行说理论证，也应当遵循法律中立原则，将世俗性的民事案件裁判与

神圣性的宗教教义隔离开来。

四、我国法院处理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的裁判依据

我国法院应对涉及寺庙财产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法裁判。依法裁判要求法院在寺庙财产纠纷案件中
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裁判，而非宗教教义、教规等宗教性规范。法律中立原则主要解决的是法院裁判的应

有角色与立场问题，依法裁判则主要解决裁判依据的问题。

（一）民初大理院裁判庙产案件的法源适用

在寺庙财产纠纷裁判上，民国初年与我国当下在法源上具有一定的类似之处。民初旧制已废，新法
未颁，虽已有西方法律理论传入，但因政体不稳，国会的立法功能难以发挥，民法等法律一直未能制定，社

会秩序的调整依赖于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命令等。所以，民国初年（１９１２）调整庙产的法律规范仅有民国

二年（１９１３）《寺院管理暂行规则》、民国四年（１９１５）《管理寺庙条例》等行政法令。我国民法典规定“宗教

活动场所法人”，但仅为主体层面，尚未触及具体财产制度，故而围绕庙产乃至宗教财产的现行规范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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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最高裁判所昭和５５年４月１０日判决，载《判例时报》１９８０年９７３号。转引自黄晓林：《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法律
问题解析———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参见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０１１３民初４０４号民事判决书。



教事务条例》及多项宗教政策。瑒瑤 这种法源的类似性，使得考察民初大理院庙产裁判对我国当下司法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

概要而言，民国初年（１９１２）司法机关进行庙产纠纷案件裁判主要通过以下法源寻得依据：（１）清宣统

二年（１９１０）四月间所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中不与共和国体相抵触的民事相关部分；（２）中华民国成立

以后所颁布的民事特别法令；（３）民事习惯、民法草案、判例及法理等。瑒瑥 如大理院民国二年（１９１３）上字

第六四号判例指出，“本院查：判断民事案件应先依法律所规定，无法律明文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则

依条理，盖通例也。现在民国民法法典尚未颁行，前清现行律关于民事各规定继续有效，自应根据以为

判断”。

１．行政法令作为裁判依据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国会变动剧烈，未能正常履行立法的职责，行政机关则制定各种法令，以调整社

会关系，如《管理寺庙条例》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令充当广义上的“法律”，进入法源。

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管理寺庙条例》作为成文的规范，成为民初司法机关裁判庙产纠纷案件的重

要法律依据。例如大理院三年上字第３３号判例明确依据“《管理寺庙条例》第１０条”，指出“凡寺院产业

由施主捐助者，即为公产，该寺院之代表人（住持），对于此种产业仅有管理之权，而不能任意处分”。大理

院四年上字第２０４号判例依据“《管理寺庙条例》第１０条”，指出“凡施主捐助之产，其所有权属诸寺庙住

持，非得原施主或其后人之同意，并经该主管行政衙门核准后，不得私擅变更捐施之目的而为处分”。八

年上字第７７５号判例依据“《管理寺庙条例》第１０条”，指出“寺庙财产由施主捐助者，虽为宗教公产，然当

此行政监督设备未能完善之时，为保持公益起见，自应予施主以监督之权，故本院历来判例，均认施主对

于寺庙及其财产，于相当范围内可以监督”。九年上字第１７３号判例依据“管理寺庙条例第２３条、２４条”

指出“寺庙财产，除可证明系一家或一姓建立之私庙外，凡由施主捐助建设之庙产不属于原施主，亦不属

于该庙之住持而专属于寺庙，在原施主固不能仍主张为个人所有，在住持亦不能以久归僧人管理，遂认为

僧人之私产”。

但法规命令毕竟不同于法律，难得的是，在大理院时期，已有法律与命令区分的位阶概念，例如大理

院三年上字第５９５号判例指出：“又况内务部公布之《寺院管理规则》第４条……系为行政上便利起见，对

于行政长官明定其应有之职权，而非对于住持及其他关系人界以处分庙产之权利。故此条所称住持及其

他关系人，自应以习惯法则及条理上可认为有处分权者为限，是本案被上告人对于该庙产所为处分是否

有效，仍不得不依前开法则为断。”可见法规命令尚未取得法律在法源中的权威地位，其适用是有条件的。

２．习惯法

民国初期正值法制转型阶段，虽然已转采西方成文法体制，但是新法未立，在民事裁判领域仍需要依

赖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事习惯。晚清民初民事立法，乃至当前我国民事立法，诸多民事制度（例如婚姻、

继承、土地等方面）都来源于传统中国的民事习惯。有学者指出，习惯是长久生活形成的，已经彰显民众

对其的认可，在法理上，法律乃民意的体现，既然有此习惯的民意，法律自然应当尊重而非违反，所以法律

的制定如果顺应民事习惯则易于推行，违背民事习惯则难于推行，若无法律规定之时，则可以依据习惯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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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昭军：《民法典背景下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财产权属界定———以寺庙为分析对象》，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李贵连主编：《近代法研究》（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页。



判。瑒瑦 正因为如此，民初的立法与司法对于民间习惯均予以足够重视。瑒瑧

民国初年大理院在庙产纠纷案件裁判中，因法律的缺失，所以很大程度上考量民间习惯。例如大理

院四年上字第２０３９号指出，“公立寺庙之财产经施主以一定目的捐助之后，其所有权即不属于原施主，而

属于寺庙。若以施主所捐财产供其他目的之用，固应得施主之同意”。瑒瑨 可见，施主对庙产之权利并未完

全切断，在民国初年以近代民法分析之后，面对法理逻辑的悖论，大理院仍然选择尊重历史传统习惯。一

方面，指出所有权已经属于寺庙而非施主；另一方面，承认施主对庙产的影响力，承认习惯中的施主权利。

对此，滋贺秀三先生分析道：“民国初期大理院的判决例，也是一方面判决捐施的财产是公产又是不得由

住持的任意来处分的东西，以及所有权通过施入归属于寺庙，和施主之间不产生任何共有关系，另一方面

又说山主或施主处分庙产，如有正当理由，而住持僧道无故拒绝同意，或有特别习惯法则，认许施主山主

得独立为处分者，则仅得行政长官许可亦得为之。”“承认存在施主能与寺僧的意愿相反处分庙产的场合，

这大概也不外乎是吸收了由于施入使目的物和施主之间的关系没能完全断离这一社会实情的判断。”滋

贺秀三先生认为民初大理院裁判在立足西方民法理论的基础上仍然很大程度地结合了中国民间习惯，从

而作出判决。瑒瑩

３．条理

条理，又称为“法理”，是指法律的普遍法则，或者说是法的基础。瑓瑠 其作为法源，成为“法律—习惯—

法理”中的重要一环。在民国初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条理抑或法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源盛考察，大理院在实际裁判之中援引“条理”作为裁判依据的频率很高，粗估之

下甚至可能多于依法律或习惯法裁判的案件数量；不过大理院援引条理所使用的表述不尽相同，如依民

事法理、民法通理、现行法例、民事法例、民事法条理、现行规例、现行法则、至当之条理……瑓瑡大理院实际

上所援引的条理，除《大清民律草案》及１９２５年间《民国民法草案》等两次草案内容外，尚有如下数端：

（１）大理院判例；（２）法律的类推适用；（３）学说见解；（４）外国的立法例；（５）义理与伦理道德规范等。瑓瑢

在民初大理院判例中，观其全文，相当多的案件并未在判决书中写明法源依据，而是径行采用法理结

合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例如三年上字第１６１号，大理院并未明确依据大清现行刑律中民事有

效部分，也没有引用特别民事立法，亦未援引民间习惯，唯在论证分析之后，“按之上开法理”，得出结论。

亦有大量案例实际上是以民间习惯作为裁判的实质依据，但在裁判文书中并未表述“依习惯法则”，而是

采用“查现行法例”“查现行民事法例”的表述方式，将法源依据转移至法理。笔者推断，这一方面是因为

民国初年尚处于近代法制转型初期，立法司法尚未达精细，以致裁判文书的法源依据并未严格制度化，所

以出现众多“依上开法理”“查现行法例”等模糊表达；另一方面是因为援引法理相对于援引习惯法更具有

技术上的便利性。民间习惯进入法源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调研和分析，还需满足习惯法构成的四

大要件，且我国地域广阔，习惯的地域性差异如何解决亦为难题，民国初期社会转型如何面对古老传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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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也难以准确把握，多重因素导致司法机关更偏好适用法理来进行裁判。

４．可供借鉴的经验

综览民初大理院庙产裁判，其在法源适用方面对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可参经验有三，胪列如下：

其一，坚持法律中立原则。不论是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寺院管理暂行规则》、民国四年（１９１５）《管理寺庙

条例》等行政法令的制定，还是大理院裁判在法律、习惯、条理等法源系统之中寻找裁判依据，均在探索避

免限于宗教事务纠葛的中立方式，用世俗规范调整相应的世俗事务，宗教事务和团体内部事务则交由宗

教组织内部治理。

其二，遵循西方民法制度中的法源基本规则。欧陆民法中已形成以制定法为主，以习惯、法理、判例

等为辅的法源规则。民国初年时局动荡，近代法制初兴，在这种情形下大理院能够坚持立足民法制度与

理论，进行说理与裁判，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法律制定尚不完备的情形下，既能够对行政法令予以尊重并

发挥调整作用，又能够恪守法源规则，区分规范位阶，利用习惯法与条理对行政法令予以限制。

其三，竭力立足于中国国情，利用习惯法和条理等规则充分挖掘、尊重中国传统民间秩序，从而实现

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法源对接。民初时期宗教财产立法尚有残缺，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等已深植

中国民间生活，嵌入传统文化，甚或形成一定的习惯或民间秩序，而这正是调整宗教财产纠纷的本土法治

资源。民初大理院能够通过习惯法和条理等路径，将传统民间法适用于裁判纠纷，为我国目前司法实践

提供了重要参考样本。

（二）法律与教规的适用关系

在执法司法的实践中，如何处理法律与教规的关系，即二者的适用关系问题，是困扰实务工作的

难题。

在我国传统历史中，虽不同时期处理国法和教规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整体上仍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李四龙教授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官府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的做法，指出就历史经验而言，其一，应坚持国

家权力主导，教权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则，其二，尊重宗教组织的自治权。瑓瑣 在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国法在

社会秩序调整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即便在特定时期佛教清规内律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整作用，但依旧是

在法律认可的范围之内。有学者通过史料对唐宋时期寺院解决内部民事纠纷的方法进行考察，指出僧人

之间、僧人与寺院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一般依照世俗法则进行处理，如果数额较大或案情较为复杂，则

诉至官府予以裁判，对于僧人盗窃寺院财产，则一般采取返还财产并依照戒律进行处罚，可见也是以世俗

法规则为主。瑓瑤

就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视角来看，佛教清规内律在法律主导下有两种具体的功能发挥路径。其一，经

由国家认可转化为特别法。民间法或习惯法乃成文法重要的源泉，在成熟之际或可经由立法机关转化为

成文法。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例，元顺帝敕令编修《百丈清规》作为僧团之管理规范，后修订终成《敕修百

丈清规》，由国家认可并推动全国寺庙适用，以至于明朝仍旧通过圣旨肯认其效力，使其由佛教的民间自

制规约转化为由国家认可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具有特别法的地位。瑓瑥 其二，经由民事习惯路径在

司法实践中适用。梁治平在考察清代习惯法在官府审判中的适用时指出，“虽然官府并不以行规、族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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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四龙：《中国古代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的经验》，载《中国宗教》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参见李可：《寺院如何解决内部民事纠纷：基于唐宋时期几则案例的考察》，载《时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李继武：《论〈敕修百丈清规〉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关系》，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及各地方俗例为‘法’，更不会在审判过程中受其拘束而予以严格适用，事实上却常常将其决定建立在民

间既存的规约、惯例和约定上面，当这些规约、惯例和约定并非明显与国家法上相应原则相悖时尤其如

此”。瑓瑦 这一点为我国近现代立法所沿袭，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

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０条也将习惯列为民法法源，既呈现出历

史的延续与传承关系，又体现了立法对习惯法或民间规约的尊重。

具体处理国法与教规的适用关系，有学者指出，若教规与国法相符，并不冲突，则宜尊重教规；若教规

与国法冲突，原则上依国法；但若教规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依据法律原则，综合案件事实等相关

情形作出处理，或进行变通处理以尊重教规，或废除、变更与国法冲突的教规。瑓瑧 对此笔者予以赞同，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适用顺位。

第一顺位：原则上依据法律进行裁判，意即法律具有优先性和权威性。如弗雷塔斯认为，只要涉及财

产及其占有和所有权，就应承认民法的治权，法院不应对根据人的不同进行区分司法。瑓瑨

第二顺位：若教规内律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及法律基本原则，则宜依此民间规范进行调整。民间

法或习惯法的适用是有条件的，既不得悖于公序良俗，又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若教规内律符合此

基准，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可填补成文法漏洞；也可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适用。瑓瑩 前者已经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０条所明确规定。后者则主要存在于民法的制定法中，而清规内律所承载的民间习

惯与之冲突的情形，例如僧尼遗产处理规则，如果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基本价值，当事人对习惯与

成文法的自主选择就应当予以尊重，这也是意思自治于民法中的一种体现。瑔瑠 譬如晋代既已出现“民有

私约如律令”之契约思想，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大量民事契约又有“官有正法”“人从私契”之通用语，明确排

除官府成文法的调整。瑔瑡

（三）宗教政策不宜作为寺庙财产案件裁判依据

政策在我国社会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或重于法律，其不仅对实践起到更为直接的规范作用，也

具有实践操作的灵活性与先导性，能够反映我国社会改革的趋势与方向。尤其是在宗教领域，因立法不

完备，在较长时期内，我国主要依靠数项宗教政策文件对宗教财产关系进行调整。宗教政策在我国司法

实践中亦有重要影响，例如前述案例“袁某甲与袁某乙等物权保护纠纷案”中，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

写道：“根据１９５１年６月原内务部（５１）地字第７号《关于寺庙房产处理的意见》‘（五）私人所立之寺庵（如

佛堂）、祠堂在进行土改之农村中者，由农民协会决定处理。在非土改农村及一般城市中者，仍归原主所

有；如其已失去私有性质或无人管理者，可收归公有或代管’之规定及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祠堂产权问题的批复》之精神，本案讼争二大间之处理，应根据‘土改’时期的确权决定。”宗教政

策已然成为案件处理中实质的指导和依据。

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当下及未来，宗教政策不宜作为寺庙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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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１０条规定了“法律＋习惯”的二阶民法法源，明确排除政策的民法

法源地位。梁慧星教授在民法典编纂之际，曾专门指出，“政策，在经立法机关、立法程序予以规范化成为

现行法律之前，不具有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不能在法院裁判中引用、作为判决依据。这是政策不能作为

‘法源’的根本原因”。瑔瑢 政策往往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制定程序、内容的科学性、救济机制等均

存在不足。瑔瑣 所以，在宗教财产纠纷案件裁判中，依照民法总则不宜将政策作为民法法源。此外，在２０１６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

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故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当下，已经

不需要继续依靠特定历史时期中制定的宗教政策来调整宗教财产关系，而应在以民法典为代表的民事法

律体系中，通过一系列法学方法进行案件裁判。

第二，我国对民事案件裁判依据已经出台相应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１条明确规定裁判依据应为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瑔瑤第４条则进一

步明确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则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

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第三，我国关于寺庙财产的宗教政策难以清晰界定财产权利义务关系。该类宗教政策多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制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构成国家的重大制度变革的组成部

分。其内容、制定程序等均缺乏法律的科学性、严谨性。例如１９５２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关于成立

佛教协会的指示》规定：“寺庙为社会所公有，僧尼一般有使用权，但不论僧尼或佛教团体均无处理寺庙财

产之权。”此种政策用语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言语焉不详，究竟何为“社会所公有”？何为“一般有使用

权”？何为“无处理寺庙财产之权”？这些均不明确。国发〔１９８０〕１８８号文件指出“佛教和道教的庙观及

所属房产为社会所有（僧道有使用和出租权），带家庙性质的小尼庵为私人所有”，亦未明确产权关系，所

有权人为何？处分权人为何？１９８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

问题的复函》指出“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外，其他房屋的性质均应属

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市佛教协会与市道教协会所有”。一方面，将寺庙财产界定为公共财产，缺

乏足够的论证；另一方面，采用效力位阶较低的文件直接将产权归属于宗教团体，不但缺乏应有的理论支

撑，而且与公共财产性质的界定并无逻辑关联。又如１９８３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

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中指出“名单所列寺观包括所属碑、塔、墓以及附属园林等，应在当地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领导下，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管理、使用，其产权属社会公有（即国家所有）”。报告再次将寺庙财

产界定为社会所有，而且使用的表述更是模糊不清，“社会公有（即国家所有）”究竟为何意义？可见诸项

政策文件，不但未能清晰界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之间多有矛盾冲突，未能形成统一表述。故而宗教政策

不宜作为寺庙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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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在中国语境下融汇了寺庙的团体规约、民间习惯法、民法制定法

等诸多法源，同时亦处于法律、教义、政策等不同秩序的交界地。法院应坚持法律中立之立场，依法裁判，

同时应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习惯法法源等路径尊重、遵循中国传统民间秩序，从而实现传统与近代、中

国与西方的法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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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司法立场与裁判依据


